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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科技向善作为企业实现科技与社会共生、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准则，其重要性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但关于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路径存在何种差异的研究较为滞后。在对已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触发因素探索系统性回顾的基础上，运用多案例分析提取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多重触发因素，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进行深入解析，提出企业愿景与使命引致模式、受众需求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是触发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三大主导路径模式，产品潜在风险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是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两大主导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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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of Mature and Growing Enterprises
——A csQCA Analysis Based on 32 Cases
Ruan Rongbin, Chen Wan, Zhu Zu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to realize the symbiosi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advance social well-being,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cademia and industr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ntecedent paths that trigger mature and growing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lags behind.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concepts and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in previous literatures, this study uses multi-case analysis to extract the multiple antecedent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in mature and growing enterprises. Moreover, based 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heterogeneous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trigger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of mature and growing enterprise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hat the antecedent paths of the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of mature enterpris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ree types: enterprise vision and mission induced type, audience demand induced type, and technical ethics induced type. What’s more, the antecedent paths of the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of growing enterpris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wo types: potential risks of products induced type and technical ethics induced type.
Key words: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antecedent path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2022年腾讯举办以“打开”为主题的科技向善创新周，旨在探索企业如何善用科技，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1]。科技向善强调企业在提升科技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持续优化民众生产、生活的效率与品质，让多个利益相关方受益，赋能社会良性发展。随着对科技向善理念认知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向善”实践也日益涌现，如疫情期间为应对“信息瘟疫”，脸书、腾讯等企业纷纷推出辟谣产品与服务，帮助民众获取准确、有效的防疫方式[2]；美团为减少外卖餐具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推出旨在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青山计划”；美国监狱数据系统公司通过推出APDS系统，解决美国监狱再教育问题，帮助囚犯改写“后监狱人生”[3]366；快手将“流量普惠”理念落实在产品设计、算法逻辑与经营思路上，帮助每个创作者都有获取“注意力”的机会，进而实现流量分配上的“机会均等”。由此可见，科技向善逐步成为影响企业商业运营逻辑的重要因素[4]。
[bookmark: _Hlk103072795][bookmark: _Hlk103071517][bookmark: _Hlk103072943]已有文献集中对企业科技向善的内涵及触发因素展开研究。内涵方面，徐井宏[5]认为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一切的技术均需服务于“使人类更幸福”的目标，同时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翟志勇[6]则指出企业科技向善是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创意并运用自身技术进行尝试的行动；李欣融等[7]将企业科技向善界定为企业在满足生存与发展需求基础上，主动采取负责任创新的方式化解社会问题，在增进社会福祉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创造商业与社会双重价值；李巧华等[8]的研究表明企业科技向善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与应用时需避免科技自身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处理社会、经济与环境存在的问题，通过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美好生活，进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经营战略理念；段伟文[9]将科技向善视为一种赋能活动，即企业通过社会创新赋予个人和共同体更大的能动性，在帮助人们合理有效运用科技的同时，推动社会福祉繁荣；邵亦波[10]强调践行科技向善的企业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并非直接股东利益，其经营出发点逐步由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成社会利益最大化。触发因素方面，陈晓萍[4]指出企业科技向善作为有良知的商业逻辑，相关群体利益是影响企业“向善”行动的关键；薛澜[11]认为建设具有透明度的伦理机制对企业落实科技向善发挥着重要作用；陈永伟[12]的研究则表明长期声誉、免于恶性竞争和倒逼创新是驱动企业科技向善的三项作用机制；朱睿[13]基于激励相容理论指出激励相容的外部制度安排与内部机制设计，有助于企业寻求到一种共益方式以践行科技向善。
基于当前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即企业科技向善是企业为增进社会福祉，创新运用科技提供产品/服务助力解决社会痛点，以获取商业利益和实现长期社会价值[14]。然而，现有文献立足不同视角对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进行初步探索，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现有文献忽视了不同类型企业在资金流动性、抗风险力与市场定位上具有异质性可能导致其在落实科技向善路径上存在差异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在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触发因素文献系统性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多案例分析法明确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因素； 同时，基于案例分析所提取的多重触发因素，进一步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以探究触发不同类型（成熟型/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丰富现有关于企业科技向善的基础性理论研究。

1 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触发因素研究回顾
1.1 企业科技向善内涵
企业科技向善在2013年由保罗·米勒提出，并因其企业项目实践而开始流行[15]。现有研究主要从产品/服务模式、战略与行动以及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进行探索。从产品/服务模式来看，林晓玥[16]认为企业科技向善强调在“不作恶”的基础上主张“行善”，指向“善意+产品/服务”的模式；张志东[17]指出科技向善是所有科技型企业均可思考与实践的产品能力与产品机会，并能从中获取新商业机遇与发展机会；费俊[18]则提出基于用户潜在需求，研发具备商业与社会双重价值的产品/服务即为企业科技向善。从战略与行动视角来看，杨淼和雷家骕[19]将企业科技向善定位为运用技术赋能产品/服务以惠及更多应用场景、实现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基于竞争性战略导向的企业创新行动；吴晓波[20]认为当前企业的“向善”行动仍以利益驱动为主，当商业利益与“向善”行动存在冲突，企业处理问题时的行动依旧是正面的才能被定义为科技向善；李巧华等[8]也指出企业科技向善是一种经营战略理念，即企业通过创造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多方面的可持续价值，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美好生活，进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邵亦波[10]认为科技向善的企业首要考虑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直接股东利益，因此其经营出发点也由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成社会利益最大化；科技向善转变了企业长期以来“股东至上”的商业准则，倡导七类利益相关者均要在商业活动中获益，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21]；陈晓萍[4]在对比企业科技向善与传统慈善区别的过程中指出，科技向善要求企业在关注自身及用户短期收益的同时，考虑相关联群体的长远发展与收益。综合上述视角，可以发现企业科技向善的内涵涵盖3个核心要素，即企业科技向善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福祉，过程通过创新运用科技提供产品/服务助力解决社会痛点以实现，结果在于实现商业与社会双重价值。
1.2 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
[bookmark: _Hlk97215483]已有文献基于外部社会视角、内部能力视角以及企业认知视角对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展开探索。从外部社会视角来看，雷家骕[22]认为社会公共事件对企业科技向善行动产生了影响，突发的疫灾要求企业以创新方式与技术处理更多问题，进而促使企业参与到科技向善的行动中。孟猛猛和雷家骕[23]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制度与转型的问题与困难是触发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因素。朱恒源[24]则指出企业将社会影响纳入科技创新推向市场的考量维度，驱动着企业的“向善”实践。李巧华等[8]在分析企业科技向善实践路径过程中，提出市场需求、社会问题以及技术与制度环境等新经济社会情景因素推动着企业科技向善的行动。
从内部能力视角来看，识别社会问题中潜藏的新技术应用场景以获取创新机遇是影响企业落实科技向善的内生动力[23]；李欣融等[7]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良好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力帮助企业与合作伙伴建立起可信赖的关系，能更好地关注到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企业也更愿意参与到科技向善的实践中；司晓和马永武[3]409也指出日益复杂的社会、制度及技术环境要求企业具备更高的核心及动态能力，而良好的核心及动态能力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到科技向善的实践中。
从企业认知视角来看，Quihuis[25]认为企业家意识与认知向“用技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转变是推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维度；杨淼和雷家骕[19]也指出企业对科技道德困境认知程度的高低影响着企业科技向善行为的产生；Kovacic[26]的研究进一步指明企业经营者认知到信息技术潜藏的强大力量，驱使其主动关注经营产品与服务的深远影响，以实现更重要的社会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对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的探索呈现出增长态势，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司晓和马永武[3]396指出由于大型和成长型企业存在不同的特点，导致科技向善行动的触发路径存在差异，陈晓萍[4]也认为触发微软、谷歌等大型企业“向善”行动因素有别于中小型企业。因此厘清“何种因素会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组态路径有何区别？”“不同组态路径间的因素存在何种内在关联？”等问题成为深化企业科技向善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指引。

[bookmark: _Hlk96797392]2 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的多案例分析
2.1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法能够在对原始质性资料深入分析与挖掘的基础上，综合现实情况探索研究主体行动发展的演化过程[27]。本研究在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并考虑案例典型性及可获取性的基础上，从《科技向善：大科技时代的最优选》、《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增长向善》以及网络公开企业案例资料中，选取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与科技向善相关的32个案例来提取触发因素。表1按照企业类别的不同罗列了32个纳入研究的案例基本信息。
表1 多案例分析信息表
	[bookmark: _Hlk96885757]案例编号
	企业类别
	企业名称
	核心行动/事件

	[bookmark: _Hlk96629827][bookmark: _Hlk96885176]CB01
	成熟型企业
	腾讯
	健康约定系统的实践

	CB02
	
	
	微信“反洗稿”的行动

	CB03
	
	
	微信“辟谣助手”与“腾讯较真”的研发

	CB04
	
	脸书
	新冠肺炎虚假及不实信息的“降流”与标记

	CB05
	
	百度
	AI寻人平台的建立

	CB06
	
	谷歌
	“X AI”计划与模型卡

	CB07
	
	推特
	对话机器人Tay凸显的算法偏见

	CB08
	
	苹果
	屏幕使用时间的尝试

	CB09
	
	
	iOS系统的信息无障碍设计

	CB10
	
	美团
	青山计划的实施

	CB11
	
	微软
	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的设置

	CB12
	
	IBM
	AI Fairness 360开源工具包的开发

	CB13
	
	联合利华
	“茶业向善”的实践

	CB14
	
	领英
	擅自上传用户信息至服务器

	CB15
	
	携程
	大数据“杀熟”事件

	CB16
	
	亚马逊
	“AI监工”计划的实施

	CS01
	成长型企业
	快手
	“流量普惠”的行动

	CS02
	
	B站
	优质虚拟社区氛围的建立

	CS03
	
	美国监狱数据系统公司
	美国监狱数字系统的研发

	CS04
	
	Chipotle Mexican Grill
	健康食品的选择实践

	[bookmark: _Hlk96629926]CS05
	
	SoulCycle
	“情感联系”商业模式实践的失败

	CS06
	
	Everalbum
	借助非法所得数据构建算法与技术

	CS07
	
	Sufferfest
	新型“功能性啤酒”的研发

	CS08
	
	可汗学院
	填补公办教育缺失的实践

	CS09
	
	芝加哥建筑公司
	社区友好型摩天大楼的建设

	CS10
	
	酷狗音乐
	基于用户体验打造新商业模式

	CS11
	
	燃石医学
	构建brLAVA™大数据社区

	CS12
	
	Cognoa
	AI技术介入自闭症诊断

	CS13
	
	Avanade
	运用“科技向善”计划助力非营利性组织与社会部门

	CS14
	
	旺龙智能
	疫情期无接触电梯智能系统解决方案

	CS15
	
	陌陌
	AI换脸软件过度收集用户信息

	CS16
	
	Cambridge Analytica
	运用大数据挖掘及心理侧写技术间接操控读者心理


2.2 资料获取与分析方式
本研究将腾讯、百度、脸书等成熟型企业以及美国监狱数据系统公司、Chipotle Mexican Grill、Avanade等成长型企业与科技向善相关的出版书籍、网络公开报道等质性资料作为案例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在对案例分析质性资料的选择上，关注资料的真实性与全面性；邀请领域内博士生同步分析上述案例资料，并进行多次比对与检查，以确保案例分析研究结论的严谨性与准确性。
2.3 多案例因素提取
本研究在对32个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有关科技向善的案例进行整理、分析与归纳后，明确了触发企业科技向善的7个关键性因素，即社会公共事件、协同合作机制、技术发展、技术伦理、受众需求、产品潜在风险以及企业愿景与使命，分析过程如表2 列示。
表2 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多案例分析
	案例原始语句节选
	初始范畴
	主范畴

	移动互联网成为错误信息集散地与辟谣主战场，“腾讯较真”团队推出疫情辟谣特别版
	公共卫生危机
	社会公共事件

	Facebook对事实核查机构判定为虚假、不实的信息进行“限流”并以醒目标记提醒读者
	
	

	“寻人难题”催生百度AI寻人平台，用户在网页进入寻人平台后，无须注册或登记，具有覆盖全国、实时更新、互联互通的技术特点
	社会焦点事件
	

	愈演愈烈的“洗稿”问题促使微信上线原创标识功能，并开始使用AI对抄袭行为进行检测，获得较好效果
	
	

	较真平台在逻辑与多证据交叉印证上审核，并邀请专家顾问团从专业角度把关
	专业主体协同
	协同合作机制

	Facebook采用和专业机构合作方式识别谣言，疫情期与60多家核查组织合作
	
	

	芝加哥建筑公司与Arup合作分析一系列元素，包括太阳路径、视线和周边建筑物的位置，以打造社区友好型摩天大楼
	企业合作
	

	腾讯自身已经足够大，若能联合同行推动向善的商业逻辑也会比较有效果
	
	

	Facebook依靠算法与人工结合的形式强化网络有害信息的审核，其中算法作用凸显
	算法水平的提升
	技术发展

	欢乐斗地主与天天象棋通过算法量化用户疲劳度，帮助用户打造“抽离感”
	
	

	旺龙智能采用物联网技术推出“无接触电梯智能系统解决方案”，以解决疫情期传统电梯身体接触、长时间等待、陌生人使用等问题
	新技术的采用
	

	燃石医学运用UMI 技术、MSI 技术和HS的建库技术，为数万肿瘤患者提供了早期检测服务
	
	

	IBM尝试将人工智能伦理融入开源工具包设计中，以确保共同理解检测与缓解AI偏差的最佳实践
	人工智能伦理
	技术伦理

	谷歌提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包括：应用AI的目标以及不会开发的AI应用
	
	

	（微软）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汇集来自公司开发、研究、咨询等部门专家，探究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并审查其中潜在道德风险
	技术伦理委员会的设置
	

	谷歌成立AI伦理委员会，以探索促进相关伦理原则落地的方式与途径
	
	

	APDS针对美国监狱囚犯再教育专门设计，提高囚犯教育水平与技能知识
	教育诉求
	受众需求

	可汗学院是面向中小学生在线基础教育平台，是对公校教育的细化和补充，发挥数字技术对教育的普惠效应
	
	

	“腾讯较真”平台快速处理各类网络谣言，如戴多层口罩防病毒、喝高度白酒消灭病毒
	医疗诉求
	

	燃石医学为满足病患早期筛查癌症需求，推出覆盖9种常见肿瘤、用于临床研究的肿瘤早筛试剂盒，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谷歌尝试运用模型卡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理解AI技术的需求，打消消费者疑虑，进而参与到科技生态的构建中
	消费者诉求
	

	联合利华为满足用户喝有机茶更健康的需求，主张善待茶农、善待土地，以实现产业链可持续
	
	

	为减少少数人控制流量入口现象，快手通过“流量普惠”策略，保持短视频生产者多元繁荣
	社会风险
	产品潜在风险

	微信搭建反“洗稿”机制，鼓励原创精神，降低侵权行为对内容生态的冲击
	
	

	为解决外卖餐具带来的潜在环境问题，美团推出青山计划，减少外卖行业对环境的危害和对森林资源的消耗
	环境风险
	

	联合利华立足可持续发展角度，投入大量成本培育茶农，教育其杜绝森林砍伐，给茶农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
	
	

	电子产品在为用户供应娱乐的同时，也潜藏着“过度使用”的危机，“健康游戏”按钮是欢乐斗地主团队解决“过度娱乐”问题的尝试
	过度使用风险
	

	数码产品与生活和工作高度结合，即使是使用习惯不同的用户，也难以控制其“超时”行为，苹果推出的“屏幕使用时间”功能正是给了用户一把客观度量的尺子
	
	

	“流量普惠”的愿景支配着快手的产品设计、算法逻辑与运营思路
	企业愿景
	企业愿景与使命

	“平等与共享”是苹果产品“信息无障碍”设计的重要思想指引
	
	

	“对行为健康状况的早期和更准确的诊断，可以为儿童和家庭创造不一样结果，这是一个深远、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在这一理念指引下Cognoa推出全球首款自闭症早期筛查软件
	企业使命
	

	在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理念的指引下，支付宝蚂蚁森林采用游戏化的方式，不断强化参与者的环保意识
	
	



3 研究方法与分析过程
3.1研究方法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是以案例研究为主要导向的一种理论集合研究法，它将集合论与布尔代数运算作为分析基础，旨在探明条件因素的多元组合如何对结果因素的变化产生影响，并找到可以解释的组态路径[28]。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可用于处理二分类变量，在完成真值表构建及解决矛盾组态后，采取布尔代数运算法，获取复杂解、中间解以及简单解，综合中间解与简单解的结果，可以获取引致结果因素发生可观测变化的核心与边缘条件，其中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简单解与中间解，边缘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核心条件对结果因素起着重要影响，然而边缘因素仅起辅助作用。据此，本研究立足多案例分析所提取的触发因素并进行编码，探明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
3.2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3.2.1 构建真值表
构建真值表是采用fsQCA 3.0软件进行运算的首要步骤，本研究立足案例资料，将条件因素与结果因素依照二分法原则标定为1或0。本研究对触发因素与企业科技向善行动进行赋值测量，表3列示了条件因素与结果因素的选择与评价赋值标准。
表3 因素选择与赋值
	因素
	评价标准
	变量赋值

	[bookmark: _Hlk97033169]条件因素
	内部触发因素
	企业愿景与使命
	企业愿景与使命的表述中凸显科技向善理念
	1

	
	
	
	企业愿景与使命的表述中科技向善理念较为薄弱
	0

	
	
	产品潜在风险
	当前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存在潜在风险的可能性较大
	1

	
	
	
	当前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存在潜在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0

	
	
	协同合作机制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具备较为完善的协同合作机制实现科技向善
	1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尚未具备完善的协同合作机制实现科技向善
	0

	
	
	技术伦理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受到较强技术伦理准则与机制的约束
	1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受到较弱技术伦理准则与机制的约束
	0

	
	外部触发因素
	受众需求
	企业立足社会福祉未被覆盖领域满足受众需求的水平较高
	1

	
	
	
	企业立足社会福祉未被覆盖领域满足受众需求的水平较低
	0

	
	
	技术发展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较强
	1

	
	
	
	企业生产与提供的产品/服务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较弱
	0

	
	
	社会公共事件
	社会公共事件对企业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的影响较强
	1

	
	
	
	社会公共事件对企业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的影响较弱
	0

	结果因素
	企业科技向善
	企业落实科技向善行动的水平较高
	1

	
	
	企业落实科技向善行动的水平较低
	0


3.2.2 单项条件因素必要性分析
在构建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有关科技向善案例的布尔组态真值表后，本研究运用fsQCA 3.0软件进行单项条件因素必要性分析，以检验单项条件因素是否为引致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必要条件。如表4列示，各单项条件因素对解释企业科技向善实践的一致性均低于0.90，表明单一的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件都无法成为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必要条件。因此，引致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行动并非源于单一原因，而是由多重因素组合引致，这表明需要运用条件因素组合分析以进一步明确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真正原由。
表4 单项条件因素必要性分析（成熟型/成长型）
	条件因素
	一致性
	覆盖率
	条件因素（Negated）
	一致性
	覆盖率

	企业愿景与使命
	0.833 3/0.416 7
	1.000 0/1.000 0
	~企业愿景与使命
	0.166 7/0.583 3
	0.333 3/0.636 4

	产品潜在风险
	0.166 7/0.666 7
	0.333 3/1.000 0
	~产品潜在风险
	0.833 3/0.333 3
	1.000 0/0.500 0

	协同合作机制
	0.333 3/0.833 3
	1.000 0/0.833 3
	~协同合作机制
	0.666 7/0.166 7
	0.666 7/0.500 0

	技术伦理
	0.666 7/0.500 0
	1.000 0/1.000 0
	~技术伦理
	0.333 3/0.500 0
	0.500 0/0.600 0

	受众需求
	0.750 0/0.833 3
	1.000 0/0.833 3
	~受众需求
	0.250 0/0.166 7
	0.428 6/0.500 0

	技术发展
	0.750 0/0.750 0
	0.692 3/0.692 3
	~技术发展
	0.250 0/0.250 0
	1.000 0/1.000 0

	社会公共事件
	0.333 3/0.833 3
	1.000 0/0.909 1
	~社会公共事件
	0.666 7/0.166 7
	0.666 7/0.400 0


3.2.3 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条件因素组合分析
本研究运用fsQCA 3.0软件进行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条件因素组合分析。根据Rihoux和Ragin的研究建议，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高于推荐标准0.75，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00，以展开条件因素构型识别，最终获取条件因素组合的复杂解、中间解以及简单解。总体而言，相较于复杂解与简单解，中间解更优；综合中间解与简单解的结果，可确定核心及边缘条件因素[29]。表5列示6组一致性阈值高于0.80的条件因素组合，6组条件因素组合虽存在异质性，但均能引致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这说明上述6组条件因素组合均等价。同时，由于总体覆盖度与总体一致性均为1.00，说明6组条件因素组合100%解释了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案例，必要性解释力度强。
[bookmark: _Hlk97041561]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6组触发路径如表5所示：（路径1）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2）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3）企业愿景与使命*~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4）~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5）企业愿景与使命*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6）~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
表5 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路径分析
	
	构型

	条件因素
	1
	2
	3
	4
	5
	6

	企业愿景与使命
	
	
	
	
	
	

	产品潜在风险
	
	
	
	
	
	

	协同合作机制
	
	
	
	
	
	

	技术伦理
	
	
	
	
	
	

	受众需求
	
	
	
	
	
	

	技术发展
	
	
	
	
	
	

	社会公共事件
	
	
	
	
	
	

	原始覆盖度
	0.166 7
	0.333 3
	0.250 0
	0.166 7
	0.166 7
	0.083 3

	唯一覆盖度
	0.166 7
	0.166 7
	0.083 3
	0.166 7
	0.166 7
	0.083 3

	一致性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总体覆盖度
	1.000 0

	总体一致性
	1.000 0


注：为存在核心条件，为存在边缘条件；为缺失核心条件，为缺失边缘条件；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缺失
[bookmark: _Hlk97052207]本研究对6组条件变量组合进行整理与归纳，获取以下三种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路径。第一，企业愿景与使命引致模式。愿景与使命是成熟型企业实现“基业长青”的重要指引，引领着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愿景与使命是成熟型企业落实科技向善的关键性基础。当成熟型企业主动将科技向善的理念（即采用创新性技术生产和提供产品/服务，共创商业与社会价值，以最大化社会福祉）融入自身发展的愿景与使命中，将有助于其运用科技增加社会福祉、基于受众需求实现产品/服务创新，以此回应社会对“善”的诉求。回归到成熟型企业案例中，可以发现愿景与使命触发了企业科技向善的行动，以腾讯的三项实践为例，近年来腾讯正式将科技向善纳入企业愿景与使命中，并沿着这一方向积极探索。在“用户为本，科技向善”的指引下，腾讯上线“健康约定系统”、采用机器算法打击“洗稿”现象以及创新运用已有产品功能抗击疫情，积极将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运用互联网科技解决社会痛点，以增强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
第二，受众需求引致模式。受众需求是触发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条件。社会福祉尚未被覆盖领域的受众需求对成熟型企业而言潜藏着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当成熟型企业主动发掘潜藏需求、推动解决社会痛点、持续实现社会价值，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行动也就此应运而生。回归到成熟型企业案例中，疫情期间社会大众对获取真实、可信的防疫信息需求强烈，然而虚假谣言充斥着各类社交平台，脸书果断采取措施，如直接删除“带来物理伤害的内容”以及“散布错误新冠治疗方案”等信息，对虚假及不实信息予以降流等，并用醒目标记提醒平台使用者；谷歌则积极关注并回应消费者提升AI算法透明度的需求，由于消费者日益关注AI算法对日常决策的影响，因此谷歌不断致力于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推出“X AI”计划与模型卡以帮助普通人更好地理解AI，进而更好地抑制算法偏见与歧视等问题。
第三，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技术伦理是触发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依托。技术伦理所涉及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增进福祉等内涵以及相关内部机制的建设保障了企业在创新使用科技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过程中践行科技与社会共生的理念。回归到成熟型企业案例中，微软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成立汇集公司各部门的专家小组以审查应用的潜在风险并进行指导；IBM则将人工智能三大原则及五大支柱应用于开源工具包的设计，促使人工智能的应用更为稳健。
3.2.4 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条件因素组合分析
与成熟型企业类似，本研究在原阈值设置的前提下，对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条件因素组合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即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6组触发路径为：（路径1）~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路径2）~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3）~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4）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5）~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路径6）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社会公共事件。

表6 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路径分析
	
	构型

	条件因素
	1
	2
	3
	4
	5
	6

	[bookmark: _Hlk97042666]企业愿景与使命
	
	
	
	
	
	

	产品潜在风险
	
	
	
	
	
	

	协同合作机制
	
	
	
	
	
	

	技术伦理
	
	
	
	
	
	

	受众需求
	
	
	
	
	
	

	技术发展
	
	
	
	
	
	

	社会公共事件
	
	
	
	
	
	

	原始覆盖度
	0.166 7
	0.166 7
	0.250 0
	0.166 7
	0.083 3
	0.083 3

	唯一覆盖度
	0.166 7
	0.166 7
	0.250 0
	0.166 7
	0.083 3
	0.083 3

	一致性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总体覆盖度
	0.920 0

	总体一致性
	1.000 0


注：为存在核心条件，为存在边缘条件；为缺失核心条件，为缺失边缘条件；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缺失
本研究同样对6组条件变量组合进行整理与归纳，获取以下两种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路径。第一，产品潜在风险引致模式。产品潜在风险为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提供了新方向。已有产品/服务潜藏诱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成长型企业通过主动设计应对方案，在原有商业架构基础上推出新的产品/服务，化解潜在社会风险，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商业机会，最终实现商业与社会的双重价值。因此，以产品潜在风险为核心要素的引致模式将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行动。回归到成长型企业案例中，快手等短视频应用潜藏的产品风险在于少数人会把控流量的路口，快手在产品研发、算法设计以及运营管理中转变原有流量分发模式，以期给更多普通用户“曝光”机会，构建良好的短视频应用“生态环境”。
[bookmark: _Hlk97195369]第二，技术伦理引致模式。技术伦理同样是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依托，但与成熟型企业技术伦理引致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成长型企业在公司治理架构设计以及技术伦理内涵在产品/服务生产与提供过程中贯彻不够完善与全面，因此更多依托于外部技术伦理制度进行触发，包括政策性规制及行业性规范等。回归到成长型企业案例中，Everalbum借助非法所得数据构建算法与技术，后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与技术伦理相关的制度条例进行处罚，限制其通过欺骗手段获取的技术成果，规避了科技“作恶”带来的不良后果。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科技向善是利益相关者经济背景下企业善用科技、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行动，有益于平衡企业的商业价值与社会影响[30,31]。本研究通过对16个成熟型企业及16个成长型企业与科技向善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对触发不同类型（成熟型/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因素及组态路径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总结，明确了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第一，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法，明确了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7项因素，即企业愿景与使命、产品潜在风险、协同合作机制、技术伦理、受众需求、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件。第二，触发成熟型企业科技向善行动存在6种组态路径，可合并归纳为3种引致模式：企业愿景与使命引致模式、受众需求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第三，触发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行动存在6种组态路径，通过归纳可合并为2种引致模式：产品潜在风险引致模式以及技术伦理引致模式。
4.2 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对现有关于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触发因素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系统性地揭示了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多重因素，补充了已有研究基于现实案例探索触发因素的不足，回应了李欣融等[7]关于丰富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研究的呼吁，以及孟猛猛和雷家骕[23]关于充分利用企业案例，以完善科技向善理论体系的研究建议，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究触发不同类型（成熟型/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组态路径奠定了基础；第二，本文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廓清了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异质性组态路径，发掘出不同类型（成熟型/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引致模型的部分隐性规律，充实了已有关于企业科技向善的基础性研究，同时也进一步回应了杨淼和雷家骕[19]此前关于归纳不同类型企业科技向善驱动模式的研究倡议，补充了李巧华等[8]关于企业科技向善逻辑起点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第一，触发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成熟型企业一方面需要侧重将科技向善理念纳入发展的愿景与使命中，也即将善用科技、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以及共创商业与社会价值等理念融入企业发展进程，并通过新员工入职培训、年度总结大会等形式主动对企业员工进行传递，帮助企业员工在真正理解科技向善内涵的基础上，实现“善意+产品/服务”的创新。另一方面，成熟型企业需要在科技向善愿景与使命的指引下，主动了解受众需求，积极关注社会性问题，寻找社会福祉尚未覆盖的领域，创新运用科技解决社会痛点，以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成熟型企业需要注重内部技术伦理准则的建设，主动探索落地机制（如设立道德委员会、技术伦理委员会等），平衡创新与技术伦理问题，为企业科技向善的落地提供保障。第二，对成长型企业而言，一方面企业需要关注自身及市场同类产品的潜在风险，积极主动作为，在化解潜在社会问题的同时，努力思考如何将相关应对举措转化为新的业务机会，以生产和提供创新的产品/服务。另一方面，企业需要遵守政府、行业等治理主体所建立的技术伦理规章与准则，主动采取措施回应政府关于塑造科技向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的呼吁，在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科技解决社会痛点、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以增进社会福祉的途径。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局限性主要集中在：基于腾讯等16个成熟型企业和美国监狱数据系统公司等16个成长型企业的案例获取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因素，在原始质性资料的获取上存在局限性，主要以二手资料展开探索，未来的研究可采用问卷调研及现场访谈等方式进行补充，以深化对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触发因素及组态路径的探索；本研究主要探索成熟型和成长型企业科技向善的触发路径，被研究案例企业大部分集中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可能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产生影响。随着对企业科技向善研究的深入，未来的研究可兼顾不同行业案例比例，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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